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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托育服务是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有力支撑. 对托育机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科学评价是合理配置托育

服务资源的前提. 本文运用核密度分析法ꎬ研究成都市托育机构空间分布特征ꎬ应用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测算成

都市托育机构的空间可达性ꎬ并重点分析 ２０ ｍｉｎ 单一有效服务阈值和按托育机构规模划分的 ３ 级有效服务阈

值. 研究结果显示:(１)成都市托育机构总体呈现中心城区集中、郊区新城分散的特征. (２)不同性质托育机构空

间布局存在较大差异ꎬ中心城区非普惠性托育机构比例较高ꎬ郊区新城不同性质托育机构较均衡. (３)成都市中

西部托育机构可达性优于东部ꎬ按规模划分 ３ 级有效服务阈值评价成都市托育机构空间可达性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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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ꎬ我国托育服务发展处于初级阶段ꎬ存在巨大的需求ꎬ但供给严重不足[１] . ２０１９ 年国家密集出台

了一系列促进托育机构发展的政策ꎬ“十四五”规划纲要将“每千人口拥有 ３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纳入了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
托育机构是指面向 ３ 岁以下婴幼儿实施保育为主、教养融合的幼儿照顾和看护的服务机构[２] . 国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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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机构的研究起步较早ꎬ研究集中在托育对幼儿的影响[３－５]、托育质量的评估[６－７]等方面. 国内对托育机构

的研究相对较晚ꎬ但近年来逐渐增加ꎬ主要集中在托育机构的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８－１１]、托育需求分析[１２－１３]、
国外托育服务经验借鉴[１４－１５]等方面. 总的来看ꎬ现有托育机构研究多基于教育学、管理学等ꎬ从宏观理论和

政策层面进行定性研究ꎬ对微观层面的定量研究较少. 我国托育公共服务发展基础薄弱ꎬ托育服务供需矛盾

突出ꎬ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托育需求[１６]ꎬ因此国家高度重视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ꎬ托育机构的布局是否合理

科学ꎬ能否满足托育服务需求ꎬ对区域托育机构的均衡发展和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可达性是指利用特定的交通系统从某一给定区位到达活动地点的便利程度[１７]ꎬ反映到达目的地过程

中所克服的空间阻力大小ꎬ常用的衡量指标有距离、时间和费用等[１８] . 国内学者多将可达性应用于公共服

务设施布局合理性评价ꎬ在方法上多采用两步移动搜索法、潜能模型、最近距离法、比例模型等. 目前可达

性的研究对象多为养老机构[１９－２０]、城市公园[２１]、医疗设施[２２] 和旅游景点[２３] 等ꎬ关于托育机构的研究较

少. 由于托育机构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婴幼儿需要家长接送ꎬ离家距离在家长选择托育机构时起着很

大的作用[２４] . 鉴于此ꎬ本文以成都市为研究区域ꎬ以托育机构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可达性为研究目标ꎬ基于

成都市常住人口数据、托育机构分布数据等ꎬ运用 ＧＩＳ 核密度法分析托育机构空间分布特征ꎬ并以街道乡

镇作为最小空间尺度ꎬ运用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测算成都市托育机构的空间可达性ꎬ以期为成都市托育机

构的空间布局规划提供参考ꎬ也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

１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成都市位于四川盆地西部ꎬ土地面积为 １４ ３３５ ｋｍ２ . 现辖 １２ 个市辖区、５ 个县级市、３ 个县ꎬ共设 １６１
个街道和 １００ 个镇. 本文以街道乡镇作为研究成都市托育机构空间分布和可达性的最小空间尺度. 为便

于分析成都市托育机构空间分布特征ꎬ将成都市划分为中心城区和郊区新城(图 １) .
２０２０ 年末ꎬ成都全市常住人口为 ２ ０９３.７８ 万人ꎬ各街道常住人口平均为 ８０ ２２１ 人. 常住人口数量最多

的街道是双流区华阳街道ꎬ常住人口高达 ４４４ ０００ 人ꎻ常住人口最少的为大邑县西岭镇ꎬ仅有 ３ ４９２ 人. 从

常住人口的空间分布来看ꎬ呈现出由中心向外围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图 ２) .

图 １　 研究区域

Ｆｉｇ􀆰 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图 ２　 ２０２０ 年成都市各街道常住人口分布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ｉｎ ２０２０

与全国相比ꎬ２０１７ 年以来成都市常住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ꎬ２０２０ 年常住人口出生率为 ７.８‰ꎬ比全国

平均水平 ８.５‰低了 ０.７ 个千分点. ２０２０ 年成都市 ０~４ 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４.９７％ꎬ相较于全国 ０~４ 岁

人口比重 ５.５２％略低. 但另一方面成都市育龄人口比重较高ꎬ生育潜力巨大. 成都市处于婚育年龄 ２０~３４
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２６.４％ꎬ比全国 ２０.７％高出 ５.７ 个百分点. 从长远来看ꎬ出生率的提升不能仅靠

宽松的生育政策ꎬ还需要通过完善的配套服务提升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ꎬ因此以成都市为案例区开展托育

机构研究具有典型性.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核密度分析法

核密度分析法是一种展现点要素密度空间变化特征的空间分析方法[２５]ꎬ能够通过空间点要素反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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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区域的空间集聚特征[２６] . 核密度分析以格网点为中心ꎬ搜索落入一定半径圆形范围内的点状地理要

素ꎬ统计其数量值ꎬ从而得出格网点的密度值ꎬ核密度值越高表明点状地理要素分布越密集. 核密度能够

较好地反映一个核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ꎬ在地理要素的空间特征分析中有较多应用. 本文运用核密度分

析法研究成都市托育机构的空间分布特征ꎬ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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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两步移动搜索法

两步移动搜索法综合考虑了设施的服务内容和质量、大众需求、交通条件等因素ꎬ可作为公共设施空

间布局和规划的重要研究方法[２７]ꎬ但两步移动搜索法未考虑到距离衰减效应所引起的服务能力显著下降

的问题. 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是由传统两步移动搜索法优化而来的可达性研究方法ꎬ与传统两步移动搜

索法相比ꎬ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引入了高斯函数作为距离衰减函数ꎬ可以更加精准地表达公共设施供给量

随着与人口重心的距离增加而降低的特征ꎬ计算结果更为可靠. 本文运用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对成都市

托育机构的空间可达性进行测算ꎬ具体步骤如下:
第 １ 步ꎬ以每个托育机构为供给点ꎬ以搜索距离阈值(ｄ０ꎬ服务半径)建立搜索域 ｊꎬ搜索距离阈值范围

内的街道质心ꎬ汇总搜索域 ｊ 内的人口数量ꎬ利用高斯函数按照距离衰减规律赋予权重ꎬ并对加权后的人

口进行加和汇总ꎬ计算供需比 Ｒ ｊ:

Ｒ ｊ ＝
Ｓ ｊ

∑ ｋ∈{ｄｋｊ≤ｄ０}
Ｇ(ｄｉｊ)Ｄｋ

ꎬ

式中ꎬＤｋ 是搜索区内街道 ｋ 的人口数ꎻｄｋｊ为位置 ｋ、ｊ 之间的路网距离ꎻＳ ｊ 为托育机构 ｊ 的托位数ꎻＧ(ｄｉｊ)是
考虑空间摩擦问题的高斯衰减函数ꎬ其具体形式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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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步ꎬ对每个街道质心 ｉꎬ搜索所有搜索域内的托育机构 ｊꎬ将托育机构的供需比 Ｒ ｊ 在高斯衰减函数

的基础上汇总求和ꎬ即得到托育机构可达性 ＡＤ
ｉ .

ＡＤ
ｉ ＝ ∑

ｊ∈{ｄｉｊ≤ｄ０}
Ｇ(ｄｉｊ)Ｒ ｊꎬ

式中ꎬＡＤ
ｉ 为街道 ｉ 对托育机构的空间可达性ꎬ值越大表明街道的可达性程度越高.

１.３　 数据来源

本文所指的托育机构为通过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备案的托育机构ꎬ各托育机构的名称、性质、地址

及托位数等来源于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ꎬ资料截止日期为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共采集到 ２２９ 个托育机构

信息ꎬ包括托育机构的地址和托位数. 根据托育机构的实际地址ꎬ通过百度地图获取地理坐标ꎬ将其导入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３ 生成托育机构点图层.
道路网络数据来源于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ꎬ将道路划分为高架及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 ４ 种级别ꎬ并

将速度属性依次设置为 ５０、４０、３０、２０ ｋｍ / ｈ. 数据整理后ꎬ基于路网图层构建网络数据集.
人口数据来源于成都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本文以街道乡镇为最小研究尺度ꎬ街道的人口重心为

街道的几何质心. 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３ 中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ｔ 工具ꎬ利用路网数据计算 ２６１ 个街道人口重心到

２２９ 家托育机构的出行时间.

２　 成都市托育机构空间格局特征

２.１　 空间分布特征

２.１.１　 总体呈现中心城区集中、郊区新城分散的特征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成都市通过备案的托育机构共有 ２２９ 家ꎬ共计托位 １７ ４９３ 个. 成都市托育机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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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空间分布不均ꎬ总体呈现“中心城区集中、郊区新城分散”的分布特征. 中心城区共有 １６８ 家托育机构ꎬ
占总数的 ７３.４％ꎻ郊区新城共有 ６１ 家ꎬ占总数的 ２６.６％. 从区县来看ꎬ托育机构数量前 ３ 的是武侯区、郫都

区和双流区. 其中ꎬ武侯区数量最多ꎬ有 ２７ 家ꎬ占总数的 １１.８％ꎻ郫都区有 ２６ 家ꎬ占总数的 １１.４％ꎻ双流区

有 ２５ 家ꎬ占总数的 １０.９％. 数量后 ３ 的是金堂县、蒲江县和青白江区. 其中ꎬ金堂县托育机构数量最少ꎬ仅
有 １ 家ꎻ蒲江县和青白江区各有 ４ 家ꎬ各占总数的 １.７％. 从街道乡镇来看ꎬ仅有 ８２ 个街道乡镇有托育机构

分布ꎬ数量前 ５ 的是武侯区石羊街道和桂溪街道、郫都区郫筒街道和犀浦街道、新津区五津街道. 其中ꎬ武
侯区石羊街道的托育机构数量最多ꎬ有 １１ 家ꎬ占总数的 ４.９％. 武侯区石羊街道和桂溪街道均为成都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代管ꎬ辖区内企业众多ꎬ高技术产业园密布ꎬ高学历人才集聚ꎬ高收入、高学历及双职工家

庭较多ꎬ托育服务需求大. 郫都区郫筒街道和犀浦街道常住人口数量多ꎬ对托育服务有较大需求. 新津区

高度重视托育服务供给体系建设ꎬ推行医育结合、社区托育等模式ꎬ扩大托育服务供给. 五津街道为新津

区政府所在地ꎬ也是新津区常住人口最多的街道ꎬ集中了全区 ３３.２％的人口和 ８０％的托育机构. 其余 １７９
个街道乡镇尚无托育机构ꎬ主要分布在郊区新城的简阳市、金堂县、崇州市和邛崃市.

从区县、街道乡镇两种空间尺度来看ꎬ成都市托育机构空间集聚特征显著. 内生的空间集聚现象是市

场力量的结果[２８]ꎬ成都市 ９４.８％的托育机构为营利性机构ꎬ社会力量在托育服务供给中占主导地位. 托育

机构的空间分布更多受制于资本流动和市场选择ꎬ潜在目标群体多、区位优越的区域更容易获得投

资[２９] . 中心城区经济发达ꎬ人口密集ꎬ对托育服务的购买力强ꎬ更容易获得资本的青睐ꎬ托育机构集中分

布. 郊区新城的托育机构零散分布在区级政府所在地及其周边街道. 区级政府所在地区位条件优越ꎬ人口

集中ꎬ往往是区域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ꎬ托育服务需求较大. 而中心城区外围和郊区新城的多数街

道经济较为落后ꎬ城镇化率低ꎬ人口密度较小ꎬ无托育机构分布.

图 ３　 成都市托育机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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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中心城区托育机构以中型和大型为主ꎬ郊区新城托

育机构以小型和中型为主

托育机构规模ꎬ即托育机构托位数ꎬ也是影响托育资

源的重要指标. 成都市托育机构规模差异较大ꎬ托位数从

２０ 到 ２００ 不等ꎬ平均托位数为 ７６ 个. 按照托位数的多少

将成都市托育机构分为大型(托位数大于等于 ９０ 个)、中
型(托位数小于 ９０ 且大于等于 ４５ 个)和小型(托位数小于

４５ 个)３ 个等级. 从全市来看ꎬ中型托育机构数量最多ꎬ有
１１６ 家ꎬ占总数的 ５０. ７％ꎻ大型托育机构有 ７４ 家ꎬ 占

３２.３％ꎻ小型托育机构有 ３９ 家ꎬ占 １７.０％. 其中ꎬ中心城区

的托育机构多为中型和大型ꎬ而郊区新城的托育机构多为

小型和中型(图 ３) .
从区县分布来看(图 ４)ꎬ大型托育机构数量前 ３ 的是

武侯区、郫都区和新津区. 青白江区、简阳市、彭州市、金堂

县和大邑县无大型托育机构分布. 中型托育机构数量前 ３ 的是双流区、郫都区和新都区. 小型托育机构数

量前 ３ 的是武侯区、彭州市和双流区ꎬ成华区、新津区、邛崃市和蒲江县无小型托育机构分布.
从街道乡镇来看ꎬ有 ３９ 个街道乡镇有大型托育机构分布ꎬ数量前 ３ 的是武侯区石羊街道和桂溪街道、

新津区五津街道. 其中ꎬ武侯区石羊街道和新津区五津街道数量最多ꎬ各有 ７ 家ꎻ武侯区桂溪街道有

５ 家. 有 ５９ 个街道乡镇有中型托育机构分布ꎬ新都区大丰街道和新都街道、双流区东升街道、郫都区红光

街道数量最多ꎬ各有 ５ 家. 仅有 ２８ 个街道乡镇有小型托育机构分布ꎬ数量前 ２ 的是彭州市天彭街道和武侯

区火车南站街道ꎬ分别有 ４ 家和 ３ 家.
现有政策文件对托育机构的场地、硬件、装修等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ꎬ托育机构在前期建设中需要大

量资金ꎬ在运营过程中也面临经营风险、资金风险等. 大型托育机构在装修、房租、师资等方面需要更多投

入ꎬ承担着更大的风险. 为了提高托位使用率ꎬ大型托育机构选择布局在目标群体更为集中的中心城

区. 位于郊区新城的新津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托育机构支持体系ꎬ在土地规划、报批建设、财政税收、金融

保险等方面减轻托育机构的运营风险ꎬ吸引了较多大型托育机构布局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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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成都市各区县托育机构规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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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中心城区非普惠性托育机构比例较高ꎬ郊区新城不同性质托育机构较均衡

目前我国的托育机构分为普惠性和非普惠性两大类. 现阶段成都市托育机构多为非普惠性ꎬ共有 １４０
家ꎬ占比为 ６１.１％ꎻ普惠性托育机构共有 ８９ 家ꎬ占比为 ３８.９％. 普惠性托育服务更加注重公益性和公平性ꎬ
有助于缓解婴幼儿照护服务中的经济压力ꎬ使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均有可能享受公共托育服务ꎬ更能有效

地满足社会需求[３０]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３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

优先发展普惠性托育机构ꎬ增加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
总体来看ꎬ中心城区的非普惠性托育机构比例普遍较高ꎬ而郊区新城普惠性托育机构和非普惠性托育

机构发展较均衡. 中心城区各区县平均有 ５.２ 家普惠性托育机构和 １０.１ 家非普惠性托育机构ꎬ郊区新城

各区县平均有 ３.６ 家普惠性托育机构和 ３.２ 家非普惠性托育机构. 从区县来看ꎬ有 １８ 个区县有非普惠性托

育机构分布ꎬ数量前 ３ 的是武侯区、郫都区和双流区ꎬ武侯区最多ꎬ共有 ２４ 家ꎬ占非普惠性托育机构总数的

１７.１％ꎬ郫都区有 ２３ 家ꎬ双流区有 ２１ 家. 邛崃市和蒲江县无非普惠性托育机构分布ꎬ温江区、青白江区、金
堂县和崇州市仅各有 １ 家. 从街道乡镇来看ꎬ有 ５９ 个街道乡镇有非普惠性托育机构分布ꎬ数量前 ３ 的是郫

都区郫筒街道、武侯区石羊街道和桂溪街道ꎬ其中ꎬ郫都区郫筒街道和武侯区石羊街道各有 ９ 家ꎬ武侯区桂

溪街道有 ８ 家ꎬ其余 ２０２ 个街道乡镇无非普惠性托育机构分布.
与非普惠性托育机构相比ꎬ成都市普惠性托育机构发展相对滞后. 从区县来看ꎬ有 １８ 个区县有普惠

性托育机构分布ꎬ数量前 ３ 的是新都区、温江区和彭州市ꎬ其中ꎬ新都区有 １６ 家ꎬ温江区有 １１ 家ꎬ彭州市有

８ 家. 从街道乡镇来看ꎬ仅有 ４７ 个街道乡镇有普惠性托育机构分布ꎬ数量前 ４ 的是新都区新都街道和大丰

街道、温江区柳城街道、彭州市天彭街道ꎬ其中ꎬ新都区新都街道数量最多ꎬ共有 ７ 家ꎬ新都区大丰街道、温
江区柳城街道和彭州市天彭街道各有 ６ 家ꎬ其余 ２１４ 个街道乡镇无普惠性托育机构分布.

托育服务的运行模式是在政府支持下由托育机构自负盈亏的经营行为[３１] . 现阶段ꎬ托育机构运营需

要较高的成本ꎬ仅依靠社会力量难以提供大量优质低价的普惠性托育服务. 中心城区房租、人力成本较

高ꎬ普惠性托育机构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 郊区新城的托育机构经营成本较低ꎬ非普惠性和普惠性托育

机构发展较为均衡.
２.２　 空间集聚特征

２.２.１　 托育机构集聚特征显著

进一步采用核密度分析法研究成都市托育机构空间集聚特征ꎬ结果显示ꎬ成都市托育机构空间分布呈

现明显的集聚特征ꎬ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向周边区域扩散ꎬ郊区新城托育机构分布较为分散化. 在中心城区

内部ꎬ呈现“三核心”向四周扩散的分布格局(图 ５) . “三核心”分别为:①武侯区石羊街道、桂溪街道交界

核密度高值区. 武侯区托育机构数量最多ꎬ且有 １９ 家集中分布在石羊街道和桂溪街道ꎬ其中有 １２ 家大型

托育机构、６ 家中型托育机构和 １ 家小型托育机构. 该区域位于天府新区核心地段ꎬ分布着成都高新孵化

园、天府软件园等众多高新技术产业园. 天府新区作为城市规划发展的国家级示范性新区ꎬ聚集了成都市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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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成都市托育机构核密度

Ｆｉｇ􀆰 ５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内的中高收入人群来此购房居住[３２] . 区域内多为高学

历、高收入、双职工家庭ꎬ托育服务高需求人群多. ②锦江

区、成华区与龙泉驿区相邻街道核密度高值区. 锦江区的

１６ 家托育机构和龙泉驿区的 １３ 家托育机构分布在该高

值区. 该区域位于成都市三环路东南段附近ꎬ居住小区集

聚ꎬ人口密集. ③金牛区和青羊区交界核密度较高值

区. 该区域位于成都市三环路西北段附近ꎬ居住小区密

集. 中值区主要分布在较高值区的外围ꎬ集中于中心城区

内ꎬ郊区新城的都江堰市和新津区也为中值区. 都江堰市

的托育机构数量在郊区新城中位于首位ꎬ且集中分布在

幸福街道和银杏街道. 虽然新津区仅有 １０ 家托育机构ꎬ
但其中 ８ 家都分布在五津街道. 较低值区呈零星分布. 托
育机构数量前 ３ 的郫都区和双流区并未形成高值区和较高值区ꎬ主要是因为这 ２ 个区的托育机构数量虽

然较多ꎬ但分布较分散ꎬ集聚程度不高.
２.２.２　 普惠性托育机构呈现“西南—东北”方向的单轴空间分布格局

对普惠性托育机构和非普惠性托育机构进行核密度分析ꎬ发现二者的空间集聚存在较大差异(图 ６) .
普惠性托育机构主要呈现“西南—东北”方向的单轴空间分布格局ꎬ以温江区、金牛区和新都区相连的“西
南—东北”方向为轴线ꎬ向四周扩散. 普惠性托育机构形成 ２ 个高值区和 １ 个较高值区. ２ 个高值区分别

为:①温江区公平街道、柳城街道、涌泉街道高值区. 该区域共有 １０ 家普惠性托育机构ꎬ其中 １ 家大型、
７ 家中型、２ 家小型. 温江区是成都重要的科教中心ꎬ温江大学城集中了 １３ 所大中专院校. 温江区充分利

用高校资源ꎬ组建校企“托育产教联盟”ꎬ在机制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完善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 ②新都

区桂湖街道、新都街道、三河街道高值区. 该区域共有 ８ 家普惠性托育机构ꎬ其中 ３ 家大型、５ 家中型. 新都

街道集聚了 ７ 家普惠性托育机构ꎬ是成都市普惠性托育机构最多的街道. 在高值区的外围形成 １ 个“西
南—东北”走向的“带状”较高值区ꎬ集中在温江区东南部、青羊区北部、金牛区和新都区中部. 较高值区和

中值区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ꎬ西部的郊区新城有零星的中值区和较低值区ꎬ东部的金堂县和简阳市均为低

值区.

图 ６　 成都市不同类型托育机构核密度

Ｆｉｇ􀆰 ６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２.２.３　 非普惠性托育机构呈现“东南—西北”方向的单轴空间分布格局

非普惠性托育机构主要呈现“东南—西北”方向的单轴空间分布格局ꎬ以郫都区、金牛区、武侯区和锦

江区相连的“东南—西北”方向为轴线ꎬ向周边地区扩散. 非普惠性托育机构形成 １ 个高值区和 ４ 个较高

值区. １ 个高值区位于武侯区石羊街道和桂溪街道ꎬ此区域共有 １７ 家非普惠性托育机构ꎬ其中 １１ 家大型、
５ 家中型、１ 家小型. 该区域的托育机构集中分布在产业园附近ꎬ主要面向高收入、高学历、双职工家庭ꎬ提
供高端托育服务. 在武侯区高值区的外围形成 １ 个较高值区ꎬ其余 ３ 个较高值区分别为:①郫都区郫筒街

—５３—

􀪉􀪉􀪉􀪉􀪉􀪉􀪉􀪉􀪉􀪉􀪉􀪉􀪉􀪉􀪉􀪉􀪉􀪉􀪉􀪉􀪉􀪉􀪉􀪉􀪉􀪉􀪉􀪉􀪉􀪉􀪉􀪉􀪉􀪉􀪉􀪉􀪉􀪉􀪉􀪉􀪉􀪉􀪉􀪉􀪉􀪉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４７ 卷第 １ 期(２０２４ 年)

道、红光街道、西园街道较高值区. 该区域共有 １４ 家非普惠性托育机构ꎬ其中 ５ 家大型、７ 家中型、２ 家小

型. ②金牛区营门口街道和茶店子街道较高值区. 该区域共有 ６ 家非普惠性托育机构ꎬ其中 ５ 家中型、１ 家

小型. ③锦江区、成华区和龙泉驿区交界处较高值区. 该区域共有 １３ 家非普惠性托育机构ꎬ其中 ４ 家大

型、７ 家中型、２ 家小型. 这些区域居住小区集中ꎬ人口密集ꎬ非普惠性托育机构分布较为集中. 中值区和较

低值区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ꎬ郊区新城仅有都江堰市幸福街道和银杏街道、大邑县青霞街道、新津区五津

街道、简阳市射洪坝街道及周围有中值区和较低值区ꎬ且均为区级政府所在地或其周边街道.

３　 成都市托育机构空间可达性分析

本文对 ２０ ｍｉｎ 单一有效服务阈值和按规模划分的 ３ 级有效服务阈值下的托育机构可达性进行对比

分析ꎬ探讨何种方法能够更加科学地评价成都市托育机构的可达性.
３.１　 单一有效服务阈值

托育机构的有效服务阈值是指人们只愿意享受在一个临界距离内的托育机构提供的服务ꎬ寻求临界

距离以外的托育机构提供的服务的可能性为零ꎬ这个临界距离即为有效服务阈值[３３] . 服务设施不同ꎬ其有

图 ７　 街道乡镇托育机构空间可达性(２０ ｍｉｎ 半径)
Ｆｉｇ􀆰 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２０ ｍｉｎ ｒａｄｉｕｓ)

效服务阈值也不同. 参照对学前教育的已有研究[３４]ꎬ本文

采用 ２０ ｍｉｎ 作为托育机构的有效服务阈值ꎬ计算出行时

间在 ２０ ｍｉｎ 情况下各街道千人可达托育机构托位数. 为

更加准确地分析街道中心及其周围区域托育机构的空间

分布过渡情况ꎬ对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计算得到的可达性

结果进行插值计算ꎬ以更好地反映可达性空间分异情

况. 采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法计算得到的结果如图 ７ 所示.
在 ２０ ｍｉｎ 单一有效服务阈值情况下ꎬ成都市托育机构空

间可达性的分布极不均衡ꎬ中西部的可达性优于东部. 可

达性高值区较少ꎬ中值区、低值区普遍存在.
考虑托育服务供需关系后ꎬ成都市托育机构可达性高

值区不在托育机构数量较多的中心城区ꎬ而在位于郊区新

城西南部的新津区五津街道和花桥街道. 新津区花桥街道每千人口拥有 ６.８６ 个托位ꎬ这主要是由于花桥

街道和邻近的五津街道的 ９ 家托育机构提供了 １ ３８５ 个托位ꎬ而花桥街道的人口密度又相对较低ꎬ托育服

务供给充足ꎬ能够较好地满足常住人口对托育服务的需求. 另外ꎬ该区域便捷的交通缩短了常住人口到达

托育机构所需的时间ꎬ提高了可达性.
可达性中值区主要位于中心城区和郊区新城西部的部分街道乡镇. 中心城区的可达性较为均衡ꎬ多

为中值区ꎬ以锦江区和郫都区为核心ꎬ可达性向四周逐渐降低. 中心城区托育机构数量多ꎬ托育服务供给

充足ꎬ但人口密度大ꎬ现有的托育机构难以满足区域内的托育需求ꎬ从而导致中心城区托育机构的空间可

达性普遍不高. 郊区新城西部的部分街道乡镇虽然托育机构数量较少ꎬ但人口密度也小ꎬ托育机构可达性

呈中等水平.
可达性低值区主要位于中心城区外围、郊区新城东部和西部部分街道乡镇. 郊区新城西部为龙门山

脉ꎬ崇州市、邛崃市和大邑县西北部、都江堰市和彭州市北部为山区或森林地带ꎬ区域内人口密度低ꎬ路网

密度低ꎬ大部分街道无托育机构分布ꎬ可达性普遍为低值区. 郊区新城东部为简阳市和金堂县. 简阳市常

住人口在郊区新城中位于首位ꎬ并且已婚育龄妇女人数为成都市之最ꎬ但仅射洪坝街道和简城街道有 ５ 家

中小型托育机构ꎬ托育服务供给不足ꎬ供需矛盾突出. 金堂县常住人口在郊区新城中仅次于简阳市ꎬ但区

域内仅有 １ 家小型托育机构. 另外ꎬ该区域路网密度低ꎬ交通便捷性下降ꎬ降低了托育机构的可达性. 绝大

部分街道乡镇托育机构可达性均未达目标ꎬ其中每千人口托位数小于 １ 的街道乡镇有 ２０５ 个ꎬ占总数的

７８.５％.
３.２　 ３ 级有效服务阈值

托育机构的托位数存在较大差异ꎬ不同规模的托育机构服务半径不同ꎬ将大、中、小型的托育机构有效

服务阈值分别设定为 ３０、２０、１０ ｍｉｎꎬ计算得到成都市各街道乡镇常住人口可达托位数.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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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街道乡镇托育机构空间可达性(分 ３ 级半径)
Ｆｉｇ􀆰 ８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 ｔｈｒｅｅ￣ｔｉｅｒ ｒａｄｉｕｓ)

在分 ３ 个等级有效服务阈值的情况下ꎬ成都市托育

机构仍然呈中西部优于东部的趋势(图 ８) . 中心城区的

可达性依旧较为均匀ꎬ多为中值区ꎬ可达性从中心向四

周缓慢递减ꎻ郊区新城的可达性差异较大ꎬ高值区和中

值区零星分布ꎬ绝大部分为低值区.
可达性形成 ２ 个高值区ꎬ分别位于郊区新城西部的

新津区五津街道、花桥街道和大邑县晋原街道. 可达性

最好区域位于大邑县晋原街道ꎬ晋原街道及附近的青霞

街道共有 ５ 家托育机构ꎬ为该区域提供了 ３００ 个托位ꎬ
而晋原街道的人口密度远低于青霞街道ꎬ所以托育机构

的整体可达性较好. 中值区主要位于中心城区和郊区新

城西部ꎬ中值区范围较单一阈值情况下有所扩大. 低值

区主要位于郊区新城东部和西部的部分街道乡镇ꎬ郊区新城西部的低值区范围较单一阈值情况下有所缩

小. 每千人口托位数小于 １ 的街道乡镇有 １９０ 个ꎬ占总数的 ７２.８％. 托育机构可达性的空间分布仍然不

均衡.
３.３　 对比分析

对比 ２０ ｍｉｎ 单一有效服务阈值与分 ３ 级有效服务阈值下的可达性可知ꎬ这 ２ 种情况的可达性空间分

布较为相似ꎬ总体上都是中心城区较为均匀ꎬ从中心向四周缓慢递减ꎬ而郊区新城差异较大ꎬ高值区和中值

区零星分布.

图 ９　 ３ 级阈值与单一阈值下街道乡镇托育机构可达性变化

Ｆｉｇ􀆰 ９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ｒｅｅ￣ｔｉｅｒ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图 ９ 为单一有效服务阈值和按规模划分有效服务

阈值 ２ 种情况下的每千人口托位数的变化ꎬ由图可知

部分区域的托育机构空间可达性发生较大变化:新津

区的五津街道和花桥街道的可达性显著下降ꎬ大邑县

的晋原街道、邛崃市的羊安街道、双流区黄水镇和简阳

市石桥街道的可达性有所增加. 在单一有效服务阈值

的情况下ꎬ新津区的五津街道和花桥街道因拥有较多

大型托育机构ꎬ从而可达性最高ꎻ在按规模划分有效服

务阈值的情况下ꎬ可达性最高的街道乡镇是大邑县的

晋原街道. 成都市许多乡镇内没有托育机构分布ꎬ导致

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的结果中有部分街道乡镇可达性

为 ０. 在 ２０ ｍｉｎ 单一有效服务阈值的情况下ꎬ有 ８０ 个

街道乡镇可达性为 ０ꎻ而在按规模划分有效服务阈值的

情况下ꎬ有 ６７ 个街道乡镇可达性为 ０.
托育机构可达性增加的街道乡镇有 １２９ 个ꎬ占比 ４９.４％. 缺乏托育机构的街道乡镇可通过交通优势ꎬ

获取远距离大型的托育机构资源ꎬ可达性因此有所提升. 可达性降低的街道乡镇共有 ６７ 个ꎬ占比 ２５.７％ꎬ
多为中小型托育机构的集中分布区. 按规模划分有效服务阈值的分析方法降低了中小型托育机构集中分

布区的可达性ꎬ但扩大了大型、中型托育机构的服务范围ꎬ这样的评价方法更加符合常住人口对托育服务

的使用行为ꎬ更为有效.

４　 结论

本文以成都市托育机构为研究对象ꎬ分析成都市托育机构的空间分布特征ꎬ发现成都市托育机构具有

显著的聚集性. 中心城区人口密集ꎬ且居民对托育服务的购买力较强ꎬ托育机构分布集中ꎻ郊区新城内部

区位条件差异较大ꎬ托育机构分布在区级政府所在地及其周边街道. 大型托育机构倾向于布局在目标群

体集中的中心城区或政策支持力度大的部分郊区新城. 普惠性托育机构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ꎬ中心城

区普惠性托育机构比例较低ꎬ而郊区新城不同性质托育机构较均衡. 通过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ꎬ分单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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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阈值和按规模划分 ３ 级有效服务阈值分析成都市托育机构的可达性ꎬ发现可达性分布极不均衡ꎬ中西部

可达性显著优于东部. 高值区位于郊区新城西南部ꎬ中值区主要位于中心城区和郊区新城西部的部分街

道乡镇ꎬ低值区位于中心城区外围、郊区新城东部和西部的部分街道乡镇.
成都市托育机构建设缺口较大ꎬ现有的托育机构无法满足常住人口的托育需求. 为了更好地适应未

来成都市人口对托育机构的大量需求ꎬ需要进一步科学规划托育机构的空间配置. 针对托育机构空间布

局的优化和可达性水平的改善ꎬ提出如下措施:
(１)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大ꎬ每千人口托位数较少ꎬ可达性总体处于中低水平. 建议调动整合多方面的

资源ꎬ提升妇幼保健机构、社区、幼儿园、产业园区等主体办托育的积极性ꎬ通过医育结合、社区托育、托幼

一体化、企事业单位办托育等方式满足本地区的托育需求. 不仅要增加托育机构的数量ꎬ还应关注托育机

构的服务质量. 不同收入群体对托育服务的需求不同ꎬ应建立多层次服务供给体系来满足多样化的需

求. 注重托育服务的公益性ꎬ针对有照顾困难和经济困难的中低收入家庭ꎬ应大力发展提供福利性照护服

务的普惠性托育机构. 同时应关注托位使用率ꎬ建议打造线上托育服务平台ꎬ减小信息差ꎬ将居民潜在的

托育需求转化为入托行为.
(２)总体来看ꎬ郊区新城托育机构的占比远远小于中心城区. 郊区新城内部托育机构可达性空间差异

大ꎬ针对托育资源有明显盈余的区域ꎬ应最大限度地提高托育资源的利用效率ꎬ以减少托育资源的浪

费. 郊区新城东部地区的托育机构可达性亟需提升ꎬ需要继续增加道路等各种交通设施与托育机构的建

设. 对于市场资本难以进入的区域ꎬ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ꎬ提高公办普惠性托育机构的比例. 郊区新城城

镇化率相对较低ꎬ城乡托育服务发展差距较大ꎬ还应关注农村地区托育服务需求. 针对有托育服务需求的

农村地区ꎬ鼓励卫生院、幼儿园等主体开办托育服务.
本文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成都市托育机构的空间分布和空间可达性状况ꎬ为托育机构的科学有效规

划、合理选址及布局提供参考. 然而托育机构空间可达性的测评涉及多方面ꎬ本文仍然存在一定的局

限. 首先ꎬ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ꎬ本文基于成都市 ２０２２ 年通过备案的托育机构开展研究ꎬ与实际的托位数

量可能存在偏差ꎬ也未能体现一定时间段内的动态变化. 其次ꎬ评价可达性时只考虑了托育机构的托位

数ꎬ并未区分普惠性和非普惠性托育机构ꎬ也未考虑托育机构的服务质量等ꎬ未来还可结合托育机构的服

务质量进行可达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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